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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城中村”“精英”生成的微观考察 
 

王  新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通过对部分温州“城中村”村民分化考察，发现社会网络以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在村民上

向或下向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城中村“经济精英”生成也正是他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互相转

化的结果。城中村“政治精英”利用依附于旧体制的社会网络依然保持着配置各种资源的功能和资源

转移通道的作用，对“城中村”社会分化及分层起着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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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几十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分化。社会分层和流动呈现了新的特征。陆学艺等

认为当今中国由过去的三大社会群体分化为 10 个新阶层。静态地说明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

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 10个社会阶层[1]。至于

这些阶层形成的微观机制，并没有给出说明。孙利平用总体性资本的概念动态地说明了当代一部

分中国社会精英形成的过程[2]，但不是概括全部精英的形成，例如，他没有说明新生的特别是“草

根”企业家群体是怎样产生的。对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精英阶层形成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截然

不同的理论。撒列尼分别将其称之为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产理论[3]。精英阶层的变化无疑成

为转型时期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些理论在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争论和跟进研究。而争论

和分歧又多是建立在或多或少的经验研究的基础的不同结论。问题的关键是各自的经验研究的局

限以及其结论的可适用的范围。比如，经验资料收集的时间，不同地区的差异等等。 

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一定社会情境的产物。本文试图以一个微观社会为背景，考察该社区居民

在十多年的社会分化中是如何发生的？决定其流动的因素是什么？特别是“精英”生成是否有其

特殊原因。为此，我选择了位于沿海开放前沿的温州市鹿城区城郊乡（现已撤并）所辖的 12 个

城中村进行考察，并深入其中一个村庄进行了田野调查。 

一、城中村村民分化 

这些村庄原先位于温州市城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村庄迅速被纳入城区，大部分土地被

征用，剩余部分被村集体用来建成厂房、住宅或商用宾馆等，为城中村带来不菲收入。温州本来

就地少人多，土地尤为紧张，土地增值很快，城中村的土地自然就成了奇货可居。这些村庄都有

上亿的村集体资产将村民捆绑在一起。所以虽然行政隶属上已划归街道管理，然而依然保持村的

建制，故被称为“城中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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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是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地区。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该地区的私营经济已经露头，

到 80年代末已是红红火火。上世纪 80年代以前，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作为一

级行政组织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贯彻者，没有自身的独立利益。村民主体的生产、生活、交易等方

面都受政府严格控制。该体制下，国家借用各种制度把村民附着在土地上，进行资源汲取。工农

业产品在价格上的不平等交换成为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个人则是依附于国家并没有自身的

独立利益，因而体现出相对平均、高度同质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以及村民自治等一系列制度在农村的实施，使村社区自治

组织作为一个法人行动者，它在扮演国家代理人的同时，也充当着社区当家人，有着独立于国家

之外的自身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温州农民复苏了深藏内心的工商业情结和对财富的欲望。由

于所有制结构由国家所有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多元模式，社会资源配置方

式的变化为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中的权利和利益分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产业结构的多元化、

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等，原先铁板一块的农民群体发生了明显分化。 

因为这几个村都地处繁华市区，已经完全失去农业耕地，村民的职业因而也从第一产业转向

了二、三产。一方面，他们享受集体资产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谋求自身发展。

有的人开工厂，有的做贸易，有的跑运输，有的做中介，纷纷自谋生路。初期，由于钱好赚，村

民忙于赚钱，并不关心集体的事。上世纪 90 年代末，钱越来越不好赚了，大多数村民回到了村

庄，开始关心村集体资产。之后，村庄不再平静，几乎每个村都出现了村干部（时任村集体经济

实体管理者）与村民的紧张对立。由于对村干部的不信任，12 个村有 10 个村的干部或被村民罢

免，或自行离职。 

这些城中村的村民十多年前还是一样的农民，现在有的人工厂越做越大，成了有名的企业家；

有的人却惨淡经营着一份小生意；有的成了“领薪者”；有的成了“食利者”；有的人开宝马车，

住到了富人区；有的人却将房子都卖了，仅靠集体分红维生。村民们朴素地认为，那些“混”得

好的人是有“本事”的人。而我更想知道“本事”具体是什么，特别是那些令普通村民难以望其

项背的村庄“精英”阶层有着怎样的成长轨迹。这里的“精英”并没有严格定义，只是指那些拥

有经济资本或组织资本大大超出一般村民且对村庄决策及村民心理有较大影响力的少数村庄成

员。温州城中村的“精英”阶层有两类“精英”，分别是“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经济精

英”主要由私营企业家构成。“政治精英”则指村庄权力阶层，主要是各村的村支书、村主任（村

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处于村庄权力核心的有影响力的村干部。 

二、“城中村”“精英”阶层 

（一）经济“精英”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随着经济结构由单一

的公有制(国有和集体)经济结构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的转化，个

体经济、私营经济在我国社会获得生成和发展，与此相适应便产生私营企业主群体。 

开放初期，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百业待兴，压抑许久的消费需求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生产

什么都好卖，生产多少都卖得出去。巨大市场的开拓使得一时间温州涌出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厂，

一家人，几台缝纫机就是一家服装加工厂；一间几平米的工棚加上一个车床，就是一个工厂；就

是这样严格意义上算不上工厂的工厂生产出的商品质量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巨大的市场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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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单全收，因为当时全国大多数地区还被束缚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产品单一，销售渠道狭窄。

地处城郊的农民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家里的地交给老人或妇女耕种，有的甚至撂荒，

青壮年都投身于红红火火的“大生产”之中。以某村为例，仅有 400多户人家的村子最多时出现

了近百户“工厂”。他们的产品从服装、皮鞋到眼镜、打火机，从小五金到低压电器，产品不大，

却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只是在 20 世纪 90年代后，随着竞争的日益残酷激烈，一些人被淘汰，

一些人退出，还有一些人脱颖而出。依然是上面那个村，目前只剩下不到十家初具规模的工业企

业，年销售额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经过 20 多年的大浪淘沙，他们就是当今时代被认为天之

骄子的私营企业家阶层。 

我在某村调查时，经过村支书的协助联系，采访了蔡某某，他的经历就很能说明这一切。他

现年 56 岁，早年，家庭贫困，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体孱弱，因此难以胜任田间劳动。但他有

一双灵巧的手和一付精敏的头脑，学会了缝纫手艺，在家做一些加工的小活。开始是贴补家用，

随着政策放活，他扩大生产规模，开办了属于自己的服装厂，产品主要销往北京乃至全国各地。

1989年，一方面受北京学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当时对私营企业姓资姓社讨论的影响，市场波动

剧烈等种种原因，他就在这一年遭到灭顶之灾，输得血本无归。他是个性格坚韧，不怕失败的人，

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南方市场经济进一步开放搞活的东风，他又一次想从头开始。但当时他苦

于没有资金，而此时市场准入门槛已抬高，以他当时的情况向国有银行贷款根本无望。向农村信

用社贷款需要担保，他想到了村集体资产为他担保。他是如何得到当时的村书记和村长的答应，

我们不得而知（而这恰恰是关键），他只是说在村长等领导的帮助和支持下，他重新选择了比服

装行业竞争相对小，市场需求旺的建筑五金行业。目前他的企业年销售额 4 000 万元左右，产品

销往东南亚和欧洲。他领我参观他的样品间时，抚摩着质量精致，外观高档的产品就象抚摩着他

的孩子，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为了使企业上档次上规模，更好地规避风险，他又与温州另几家企

业强强联合，组建了集团公司。指着省委书记接见他时拍摄的照片，他的脸上流露出的同样是骄

傲和自豪。 

温州是私营经济的发源地，目前，全市现有个体工商户 22 万户，民营企业 13 万多家，其中

企业集团 180 多家，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的有 4 家，跻身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有 33 家。民营

企业数量、工业产值、上交税收、外贸出口、从业人员，分别占全市的 99%、96%、75%、95%、

80%
[5]。温州早期企业家大多数是草根出生，不可否认，他们身上特有的企业家特质是他们超越

常人，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但他们的资本积累是在政府、银行缺位情况下完成的。他们是如何

实现资本积累，这对于发现他们发展轨迹是至关重要的。 

（二）政治“精英” 

他们是农村党组织或村委会的主要成员，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自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很多地方农村党组织涣散，动员群众的能力已大大减弱。在

集体经济不发达的乡村，某些村干部的工资是由村民分摊，村干部成了“乞讨者”。 

不过在我调查的温州这 12 个村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各个村的集体资产少则近亿，多则

数亿。雄厚的集体资产不仅能够负担村干部的工资，还能给村民提供医疗、养老补贴及儿童教育

福利待遇。以某村为例，村资产 2 亿，2003年村集体收入 600多万元，其中用于村干部工资 100

万元。该村有干部及工作人员约 20名。而另一村的村级管理人员 60 余人，即除了老人（60 岁以

上）、孩了、妇女，每人都有一份工作，月工资在 3 千~4 千不等。当然，两委成员工资往往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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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在推行村民自治之前，农村基层权威结构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二是“党

政不分”。 

一般而言，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党支部副书记或支委任村委会主任（大队长），重要决策

一般通过两委会联合会议的方式做出。作为村庄一把手的党支部书记名义上是由村庄的党员选举

产生的，但实际上乡镇党委的意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村民组织法》的正式颁布实施后，村庄权力体系分化为自上而下的以党支部为代表的体制

性权力和自下而上的以村委会为代表的内生性权力两大阵营，产生了村支书与村主任对立和矛盾

的导火索。在经济发达特别是土地增值快的村庄，经济资源多，公共事物多，当村干部能带来更

大收益，利益驱动下，村支书和村主任对村庄权力都表现出了更大积极性。于是会在村民选举过

程中，采取多种手段，动员、收买村民，开展拉票、买票活动，欲通过各种手段进入村级政权。

“城中村”能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长）的，无论村民拥护不拥护他们，不可否认他们

都是村里的“能人”或“精英”。众所周知，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中，政治资本

是所有资本的核心，其他的资本形式基本都是政治资本的附属物。因此，村党支部书记往往掌控

基层组织政治资本。 

农村税制改革后，乡镇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工作业绩

的基本标准，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各村不惜以“将政策用足，打政策的擦边球”等方式为

自己谋求更多的自由政治空间，以将变通普遍化和常规化作为一种正当的体制运作方式为自己的

集团利益服务。村干部不是将自己应该担负的行政管理事务看作自己的主业，而是将经济活动看

作是自己的主业。 

随着改革逐渐深入，市场经济的完善，经济资本的地位逐步上升，渐渐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资

本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能否顺利转化，就成为影响精英形成的一个关键因

素。村支书、村主任通过担任村级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直接参与到了经济领域。实现了政治资

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过长期在村庄的经营，他们已成为一个掌握村庄

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随着村民的分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村精英集团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多个村出现村民“聚

众闹事”要求“罢免村官”均是在一些不安分的村民（体制外“精英”）带领下，抓住村干部的

某些过失，如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有意放大，制造氛围，使村民对他们失去

信任感，进而鼓动村民造成混乱，以引起上级部门的干预。在我们调查的村庄，几乎每个村主要

干部都经历过的被村民误解，被地痞恐吓，被组织调查等一系列问题。总体而言，干群关系紧张，

彼此缺乏信任感是普遍现象。而往往这些体制外“精英”一旦成功，成为体制内“精英”，他们

又会遭到同样的不信任和攻击。我调查的 8个拥有村级集团的村庄，近些年来，有 6个村处于混

乱和瘫痪状态，有的集团领导人被判刑；有的开除党籍，被撤职；有的被罢免；也有主动辞职的，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问题是普遍而又致命的原因。 

这固然与基层干部素质低下，地方政府领导不力有关，但是制度上的缺陷可能是更为根本的

原因。村干部夹在上级政府与村民之间，既是政府的代理人，又是自治组织的当家人，总想两头

不得罪，而结果往往是两边都吃力不讨好。据鹿城区纪检监察信息 2000 年 11 月 1日统计披露，

鹿城区占用农民劳力安置房、联建房指标，低价购房问题共涉及 3 个乡 14 个村，除城郊乡的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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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巽山村外，被占用的农民劳力安置房、联建房共 331 套，计建筑面积 27 015.56 平方米。

而这些房是为了与各实权单位如乡信用社、工商所、税务所等“搞好关系”，送给这些部门和个

人的“关系”。当然结果是引起群众的极为不满。 

村干部在对集体资产的经营运作中，由于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管理的经验，造成

资产流失，这在私人企业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中，出现集体资产大量流失，

村民不会简单的认为只是由于管理不善，因为村民社会是熟人社会，缺乏监督性组织但不缺乏监

督的“眼睛”。村民们一方面看到集体资产流失，另一方面又看到村支书家的房子造的是极尽奢

华，村长的儿子的工厂红红火火，其中是否有内在联系，这是自然的想法。有些村的村民还就真

的找出了蛛丝马迹，揪出了腐化堕落分子。根据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担任公职的有理性的自私

的经济人，面临诱惑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

好处的方法[6]。由于制度缺失或不完善，村干部既没有约束也没有保障，就难免有“常在河边走，

难免不湿鞋”的嫌疑。 

目前，随着城中村资产量化和股份制改造，村民运用村民组织法，对属于自己的集体资产进

行严密监管，从而使得从前对村集体财产和集体事务有着绝对控制权的“政治精英”集团瓦解。

新上任的村干部也吸取前任的教训，更加民主，更加稳妥地配合政府进行城中村改制。 

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考察“精英”生成的一个视角 

当问到村民如何看两类已渐渐远离村民视线的“精英”时，有的村民羡慕、佩服；有的红眼、

不屑；有的怀疑、猜忌；有的则说：如果村里肯给我贷款，我的工厂也能做大。在某村调查中也

发现，村庄中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大多关系密切；另有一村，监察部门的调查也反映

出类似问题。这里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呢？ 

一般而言，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无非是两方面：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主要指历史、

制度、市场化程度、社会公正环境以及文化等非个人因素。微观因素则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父子代际关系、个人价值取向等与个人相关的因素。在不同社会中，导致不同个体的上向或下向

流动的因素是有差别的，要具体分析。 

在政策、环境和历史机遇等宏观因素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必然是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父子代际关系、个人价值取向、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和运用情况。而城中村村民的受教育

程度差别不大，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也十分接近，因而可以推断，城中村社会分层 ，尤其是精

英早期资本积累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社会资本。通过对城中村实证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体，这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是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获得这种会员身份就为个体赢得声

望，并进而为获得物质的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了保证。个人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与两个因素：网络

规模和网络成员的社会资源状况[7]。在科尔曼看来，由于某些行动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

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

制，其结果就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持久存在的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

分，同时是一种个人资源[8]。波提斯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

成员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个人，而是依赖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社会资本是

嵌入性的产物[9]。林南在其社会资源理论中将社会资源定义为“财富、地位、权力和与个人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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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联系的那些人的社会关系”，他把社会结构想象为按照某种规范的荣誉和报酬而分等的

人构成的社会网络，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在同一等级中，接近和控制荣誉和报酬的机会相似，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强关系；不同等级拥有接近和控制荣誉和报酬的机会就不同，他们之间往往是

弱关系。而弱关系却将不同等级拥有不同资源的人联系在一起，并且，它的作用不仅仅是信息的

沟通，资源的交换也是通过它进行的。那么，城中村存在怎样的社会网络？各阶层在网络中如何

分布？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资源又是怎样交换的？等等问题需要对城中村做进一步考察。 

在所有城中村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村民组织法颁布以前），村支书都居于村级组织的权

力顶峰，掌握着村委会主任等其他村干部的决定权，在村级组织所有职能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

拥有村委会一切重大事务的决策权。 

农村社会是典型的传统社会，尽管今天，中国社会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中

依然依赖亲情、熟悉、血缘等关系，人治往往重于法制、规治，村支书因而作用很大，常常以村

庄“家长”自诩。村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出于种种考虑，村支书将自己的亲信或亲戚网罗进村

党支部已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久而久之，在村党员队伍中就形成了以宗族、好友关系为主线的“关

系网”，无论下一任书记是谁，大家的利益都不会受损。温州市监察部门调查的某村，村民在提

出罢免前村委会干部时指控的八位干部，其中前任书记 H 某是现任（罢免前）村长兼副书记 N

某的岳父，书记 C 某是 N 某媳妇的舅舅，副村长兼支部委员 F 某是 N 某的同学和朋友，出纳 E

某是前任书记 H某的侄媳妇。在另一个村，当我把村里的十多位经济“精英”排列出来，村民告

诉我，这里有村支书的儿子，村主任的兄弟，其他的多是和村支书或村其他干部关系密切的人。

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他们能优先使用村集体所有的厂房，还能得到村集体资产担保的贷款，企业

就能作大作强。而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以村干部为核心的关系网，在这个网络中，各种资源得以交

换、流转、涉取。 

一般而言，农民转化为市民，从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意味着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从以

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然而，由于“城中村”的相对封闭性，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村民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从上两个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基

于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而形构的社会网络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拥有总体性资源的

“精英”集团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必然会选择与他们存在“强关系”的亲戚、朋友以及利益共同

体中的成员，因为信任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强关系”群体能够给群体内成员带来利益的同时，

却会阻碍其他人获得这种利益。有时群体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却牺牲了其他人的利益。那么，

“强网”又是怎样在网内资源流动的同时限制外来者的呢？这可以用结构洞理论给予解释。 

所谓结构洞，是社会网络的两种类型中的一种，即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

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象网

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10]。在结构洞存在的时候，处于两者连接状态的第三者拥有两种优势：信息

优势和控制优势。相对于其他两个人，这个行动者具有明显的优势，他处于中心位置，可能接近

网络中的所有资源，另两个行动者则必须通过他才能与对方发生联系，而为了保持这两种优势，

第三者希望保持着结构洞的存在，不会轻易的让另外两者轻易获得，这样，他就成为渔翁得利者，

通过占据两个没有联系的行动者之间的中心位置——结构空洞——而获利。 

在城中村的社会结构网络中，存在大量的结构洞。村庄资源及其管理集中于村干部手中，村

民无法获得相关信息，村民与村干部的信息交流通常是单向的。这样，村民之间就存在大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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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村干部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使他们决定资源的走向。这就是为什么等村集体资产大量流

失后，只有当上级介入调查以后，村民才能知道实情，而无法作到防患于未燃。随着村民民主意

识的提高，村级管理的公开透明，各类制度的健全完善，信息渠道的畅通，结构洞被弥和，此类

问题就会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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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cro-perspective on the Elites Formation 

in the Village-in-city of Wenzhou 

 

WANG Xin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ng “village-in-a-city” of Wenzhou,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capital are the key elements determining the up or down mobility of its resident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The formation of the elites (new entrepreneurs) of the “village-in-a-city” is just the resul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capital, which accounts for the fact that the social 

network embedded in the old system still functions in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sources, by which the so-called 

political elites play crucial roles i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village-in-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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